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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国对程颐《春秋传》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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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宋代《春秋》学中，程颐承上启下，对胡安国影响甚深。通过对两部《春秋传》的比较，可见胡著对程著存在继承
关系；特别是在天理、义利、夷夏、君臣等方面，胡安国对程颐多有引申和发挥。胡氏《春秋》学大纲本诸程氏，在其基础上又

有所深化，义理愈加精微严密，实有后出转精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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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颐作《春秋传》止于桓公九年，门人取其经说
续于后，后朱子定为《程氏经说》二卷。该书虽未

成，但影响胡安国《春秋传》甚深。作为“私淑洛学

而大成”［１］的胡安国，其在《述纲领》采程子之说

曰：“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世以

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经之大法则不知

也。”［２］１１又《叙传授》云：“独程氏尝为之传，然其说

甚略，于意则引而不发，欲使后学慎思明辨，自得于

耳目见闻之外者也。故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

《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辞多以

程氏之说为证云。”［２］１３－１４由于儒学史上普遍认为

二程子得孔、孟千载不传之学，故《孟子》之学程子

实继之，其义利之辨也体现在其《春秋传》中。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无论从主旨大纲而言，还是在微辞

奥义上，都可以认为胡安国于程子《春秋》学有所

继承。

胡安国虽未直承程子之教，但与程门弟子关系

密切。程颐弟子刘绚、谢、杨时并治《春秋》。刘

绚作《春秋传》，扬程子之学；谢问学于程颐，亦遵

程氏之说；杨时尝与程子论《春秋》，又同胡安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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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春秋传》。［３］２９９上－３０９下胡安国既与程门交游甚密，

又私淑于程子，及得其所作《春秋传》，“若合符节，

公益自信”［４］。李明复谓程子《春秋》学得周敦颐

之传，而刘绚、谢、胡安国能发明之，“其派分，其

源同，说虽不无稍异，而尊王贱霸、内中国、外夷狄，

即事明纲常以著人君之用，则一而已”；又叙程门

《春秋》学发展源流，谓“颐《春秋》学得、得绚，后

又得安国，而其义昭著”，“颐于《春秋》发明大有

功，至胡安国遂广其说，而《春秋》之义明”。［５］张九

成论程子、胡安国《春秋》学的关系，谓“近世《春

秋》之学，伊川开其端，刘质夫广其意，至胡文定而

其说大明”［６］３３９０。此皆认为胡氏《春秋》学发端于

程子，故有学者以胡氏代表《春秋》程学系统［７］，也

有学者从思想上探寻程《传》对胡《传》的影响［８］。

有关程子、胡氏二《春秋传》的评论甚多。朱子

谓学《春秋》者多凿说，唯程颐“经世之大法”之说

得其旨，“其间极有无定当、难处置处，今不若且存

取胡文定本子与后来看，纵未能尽得之，然不中不

远矣。”［９］２８７０不仅肯定程子经世大法之论，还认为

胡《传》近乎程氏学；又谓程《传》有难以理会处，亦

不为决然之论；胡《传》以义理穿凿，然议论有开合

精神。盖朱子虽不满胡《传》，而终许其“义理正

当”，认为谈《春秋》而舍胡氏，未有不失者，自己

“只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９］２８３８。陈亮论程《传》，

谓其义甚精，其类例甚博，若自得于意言之表，则不

必惜其阙。［１０］张縂与朱子尝论程、胡异同，谓胡

《传》多有合商量处，程子之说虽少，然总领略

具。［１１］明胡居仁评述二《传》得失曰：“自古传《春

秋》者，惟程《传》义理最精，盖其学得孔、孟之道，

自然与圣人神会心契，故说得圣人行事出来。但其

言笃厚简约，非深于玩味不能识。胡文定才高，议

论发越，初学者多喜之，然其大意只是宗程子，其自

说义理处多穿凿”，以为“《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

星，是程子自见得”，而“程《传》虽简，《春秋》精义

奥旨 发 明 已 尽；胡 《传》虽 详，终 到 不 得 程

《传》”。［１２］其说较朱子更推崇程子，而对胡《传》颇

有微词。本文试图从胡《传》对程《传》的继承入

手，详细比较二《传》的传文，从而探寻胡安国《春

秋传》的发展特色及得失之处。

　　一　以天理统摄《春秋》大义

宋儒以“理”说春秋，始于孙复，其谓交伐同姓，

“无复天理之存”，贪国叛父，“逆乱人理以灭天

性”，然仅个别而发，未关乎《春秋》宏旨。［１３］而在求

“天理”于六经之中，奠定此形而上的“道体”，则是

程子始发明其意。程颐辨理欲云：“人心，私欲也，

危而不安；道心，天理也，微而难得。”［１４］１２６１又云：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

天理明矣。”［１４］３１２以为“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

人流于末者，人欲也”［１４］９０７。故谓学求圣人之道，

须存天理而灭人欲。如此发明天理的“道体”，也进

入其对六经义理的推阐之中。其《程氏经说》，谓五

经载道之文，《春秋》乃圣人之用，圣人之道全在此

书；又谓《春秋》穷理之要，学者观《春秋》亦可尽

道。于经义大旨上，视《春秋》为穷理的门径，学者

籍此探寻圣人之道，以明百王不易之经世大法。

“穷理”和“经世”是其《春秋》学最重要的精神。

于是，以天理为裁断是非的标准，凡肆人欲、废

人伦而灭天理者则贬之。具体而论，此主要针对
!

君和乱嫡妾名分而发。宋督
!

与夷，谓“不以王法

正之，天理灭矣。督虽无王，而天理未尝亡”［１４］１１０１。

桓公弑君而立，“逆天理，乱人伦”，宜得水旱凶灾，

而经书“有年”，乃纪异也；［１４］１１０３天王不能治、诸侯

不能讨，反使宰渠伯纠聘之，而?伯、邓侯相继朝

之，是“天理灭矣，人道无矣”。［１４］１１０３王使荣叔归含

且醧、召伯来会葬，以妾为嫡乱夫妇之伦，均是“乱

天理”［１４］１１４。如此
!

君、乱伦之事，程子均以“灭天

理”责之，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伦而存三纲。

程子既以天理发明《春秋》，胡氏又推广程子之

说。［１５］８下首先，以天理统摄《春秋》大义，反复推阐

形而上的“道体”，作为此经义理的根本来源。胡安

国以为，“仲尼，天理之所在”［２］１，《春秋》“遏人欲

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２］５９，“抑人欲之私，示天理

之公”［２］１６０。如此，天理的“道体”就为王道、三纲、

义利之辨、夷夏之防提供了最高合理性，成为建设

政治秩序和尊王攘夷的基本理论来源。按其意，人

君唯有体元穷理，才能端本居正以行王道、主兵权、

驭臣下、攘夷狄。其次，既贬责肆人欲、灭天理之罪

行，复构建遏人欲、存天理的书法，发明圣人笔削与

夺中微词隐义，建构褒贬书法和最高形而上“天理”

的联系，实现“《春秋》合于人心而定罪，圣人顺于

天理而用刑”［２］３３２，“《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时

措之”［２］５７。故朱子深赞其意，以为“圣人一切裁之

以天理”［９］７９８，“《春秋》以形而下者，
"

上那形而上

者去”［９］２２４３。最后，彰显圣王经世之志，由最高的

形而上的天理“道体”推阐出建设王道政治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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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现“百王经世之志”［９］２２４３。如此，胡《传》不

仅超越程子《春秋传》，亦为有宋其他《春秋》学家

所未及。南宋高闶、洪咨夔、吕大圭、陈深、戴溪等

有天理人欲之辨，但仍同程《传》云灭天理、逆人伦

之事，如桓公
!

逆等，但都不及胡《传》精微严密。

因此，胡《传》天理的内涵和表现，均较程《传》

更为宽广和深化。桓公
!

立，二《传》均以为是灭天

理，然盟于越，程子仅认为郑“其辜大矣”，未云与
!

逆之人盟亦逆天理。而胡《传》既责桓公逆天理，连

与之会盟、来朝之诸侯皆逆天理，将天理的贬责范

围扩大化，并且批评逆天理更加严厉。郑与弑逆之

人盟以定其位，胡安国批评此种行为是“肆人欲，灭

天理，变中国为夷狄，化人类为禽兽”［２］４４。滕子来

朝，程子谓服楚而称子夷狄之，首朝桓公“其辜自

见”，而胡《传》云《春秋》诛乱臣、讨贼子尤严于乱

贼之党，已不能讨又先邻国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

欲与夷狄无异，故降称“子”以正其罪。总体而言，

胡《传》以天理裁断《春秋》经义，其褒贬与夺较程

子更为广泛，其诛责的程度也更加严厉和深刻。其

他如论
!

逆、朝聘、逆女、卒葬、会盟、讨贼，无不以

天理为旨归，以为裁断经义的最高标准。胡《传》继

承程子天理之说，还表现出如下的新特点：

首先，将“天理”落实到具体的历史实践，在

“理”与“势”的关系中彰显天理的绝对性。面对暴

行交作、人欲横流之“势”，强调天理不可为无理的

“势”所役，凸显“天理”对于“无理”的历史时势的

驾驭和制衡，进而表现作为义理本源的“道体”的绝

对价值。王人子突救卫，胡《传》批评讥用兵无功之

说，认为若如此，是以成败论事而不计理。又云：

“幸不幸，命也；守义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

命。”［２］９２主张行乎天理之至当，而不问时势之得失。

会于邓，胡《传》批评诸侯惧楚，不能以“理”自强，

即委命于“势”：“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强于信义，循

天理，信义，以自守其国家，荆楚虽大，何惧

焉？”［２］４８否则，不循“天理”必为无理的“势”所役，

最终以大小强弱而分胜负。沙随之会，成公受辱而

不讳者，胡安国以为“《春秋》伸道不伸邪，荣义不

荣势，正己而无恤乎人，以仁礼存心，而不忧横逆之

至者”［２］３２９，亦主张尽乎天理而不为势所动。又申

之会，云：“圣人以天自处，贤者听天所命。《春秋》

之法，以人合天，不任于天；以义立命，不委于命，而

宇宙在其手者也。”［２］３９７谓圣人尽得天理，方能不委

命于势。

其次，主张端本正始、谨微慎几，因势导利以尽

理。天理必于时势中彰显，空执于理而不达势者，

非《春秋》经世之意。既主张理的绝对性，同时须重

势的发展，善察未形之几，因势而成乎理。在“理”

与“势”的关系中讨论《春秋》，胡氏学开其端，为之

后船山《春秋》学所继承。船山主张理势合一，因势

而成理，故其谓“以理为势，以势从理”；［１６］又重视

“势”的作用，以为“知势者，亦《春秋》之所亟

也”［１７］。此论，可谓胡氏开启先河，奠定其“理”和

“势”的基础。除发明天理外，胡氏屡发端本、谨微、

慎始之论，制于未乱，除恶于微。论桓元书“公即

位”者，明著桓罪，备书终始讨贼之义。郑伯出奔

蔡，谓诸侯之奔皆以自奔为名，圣人之教在乎端本

清源。公及齐侯、郑伯入许，论
#

公五罪曰“是非善

恶之迹设施于前，而成败吉凶之效见于后”［２］３６。桓

公弑君，谓谗人交乱其间，忧虞之象已著，几不早

断，乃
#

公之失；宋人取长葛，谓不善之积著矣，而

见弑于乱臣，非朝夕之故；鲁僭天子之礼乐，乃以太

庙祀周公，至末流八佾舞于庭。许悼公之葬，训臣

子除恶于微、积善于早。谓昏礼必亲迎，所以别嫌

明微，制治未乱。狩于郎发《春秋》谨微之意，阳生

入齐称《春秋》端本之书，踂帅师则屡申《春秋》履

霜之戒，此皆避势之发展而害及天理。

复次，对圣人书法的阐释受理一分殊之说影

响。张载作《西铭》，程子发明此旨，并与杨时商榷。

杨时后又谓胡安国曰：“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

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

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３］２６７下－３００下故胡安国在

其《春秋传》中发明此旨。而胡安国之论，后来程端

学更举侵伐之例揭示之，云其情有浅深，则其罪有

轻重，“此亦理一分殊之谓，学《春秋》者即此而推

之”［１８］。在胡安国的义理建构中，以天理统摄《春

秋》大义，从“一本”实现万端的“分殊”，事虽各不

相同，而理则毫无二致。通过具体的褒贬和书法，

天理落实到历史实践中，表现为王霸、公私、义利、

夷夏、人禽之分辨，以及诛乱臣、讨贼子、尊王、攘

夷、复仇、戒党朋、主兵权等经世事业。具体而言，

褒贬上或遍责与分罪，或原情定罪以诛首恶。卫侯

?灭邢，胡氏即发“正道理一而分殊”［２］１８３之旨。于

州吁之杀，程子云称卫人，举国杀之。胡氏承国杀

说，又云于濮者，悯卫国之人而著诸侯之罪。宋人

取长葛，既责上无天王、下无方伯、郑亦无君，亦以

宋主兵而罪殇公。邾人、郑人伐宋，谓以邾主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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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诛乱臣讨贼子必深绝其党。孟之会，蛮夷执会

主，诸侯莫敢违，程子以为同执，胡《传》亦分恶于诸

侯，且不仅责楚和与会诸侯，亦责宋公见执而不隐

者，乃不能攘戎狄、尊王室而无盟主之实。此就理

一而言，表现出遍责与分罪；就分殊而言，则表现出

原情定罪，以诛首恶、绝其党与。

然胡氏执于穷理，有深文锻炼之弊，如朱子谓

忽诛忽赏，乃弄法舞文之吏所为，非大中至正之

道；［９］２８３６或诛责过刻，失之严酷，如家铉翁谓罪未形

而曰推见至隐，首诛其意，非圣人所为；［１９］或牵强

附会，以义理穿凿，如朱子谓“理会得一个义理后，

将他事来处置，合于义理者为是，不合于义理者为

非”［９］２８４１－２８４２，船山谓“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强天

下以传心，亦终不可得而传”［１６］１０９；或支离臆断，如

胡《传》“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杨时谓“其说似太

支离矣，恐改元初无此意”［３］３０３上，陆粲亦以为“演说

数百言，而其指卒不可晓……支离其辞以盖

之”［２０］；或义例难通，如“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吕

大圭谓其拘于书天王之例“其不通也明矣”［２１］；或

有不达时势者，今人宋鼎宗《春秋胡氏学》多有论

述。［２２］若外诸侯卒，程子谓人情常理，来告则书，胡

《传》以诸侯专国上不请命，贬黜书卒不与其为诸

侯。此亦为苛刻之论，若如此，鲁公得无贬乎？

　　二　 严义利之辨以穷《春秋》天理

胡《传》以天理统摄《春秋》大义，极重天理、人

欲之分，故又由此天理、人欲之分而发挥出义利之

辨，成为其说《春秋》之大纲。有宋《四书》地位上

升，《孟子》义利之辨，程子多发明之。程子云：“孟

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

甚远，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

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

在其中也。”［１４］１７６又云：“利者，众人所同欲也。专

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求之

极，则侵夺而致仇怨。”［１４］９１７程子以义利之辨说经

穷理，深刻影响了胡安国，故其在《春秋传》中以义

理之辨穷《春秋》天理，将义理之分看成是天理、人

欲之分。因此，“义”成为“天理”的具体表现和实

现方式，要合乎天理须弃利从义，去私存公。

郑伯以璧假许田，胡安国发挥程子说：“利者，

人欲之私，放于利必至夺攘而后厌；义者，天理之

公，正其义则推之天下国家而可行。《春秋》恶易许

田，孟子极陈利国之害，皆拔本塞源、杜
$

弑之渐

也。”［２］４３强调义利之辨，以为《春秋》去利从义以正

本。又?之战，谓利人之危而袭其国，乃狄道也，并

严责偷利之心：“是使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

子者怀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义，怀利以相与，

利之所在则从之矣，何有于君父？故一失则夷狄，

再失则禽兽，而大伦灭矣。”［２］２０５－２０６如此将义利之

辨等同于夷夏、人禽之分，以立人道存天理，较程子

所论更加深刻而分明。楚人杀陈夏征舒，胡《传》

云：“讨其贼为义，取其国为贪，舜跖之相去远矣，其

分乃在于善与利耳。楚庄以义讨贼，勇于为善，舜

之徒也；以贪取国，急于为利，跖之徒矣。为善与

恶，特在一念须臾之间。”［２］２７６胡安国严辨义利为

《春秋》传心之要典，还从“性命”的角度承刘敞之

说，［２３］谓 “圣人严于义利之别，以正性命之

理”［２］１９８。胡《传》以辨义利穷《春秋》天理，主要从

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１．严诛贪利之心，正义而明道。虞师、晋师灭
下阳，以贪赂而灭兄弟之国，比诸失地、灭同姓之

罪；晋人执虞公，谓弃义趋利，亡国败家。公会齐侯

于防，以为非王事相聚而诛其利心，云“始则私相会

为谋于防，中则私相盟为师期于邓，终则乘败人而

深为利”［２］３３－３４。会于澶渊，则遍刺天下大夫以利

害谋国，不知本于仁义。又谓《春秋》讨贼，尤严于

利其为恶而助之者，齐人取济西田，是利其为恶而

助之，弑君篡国而货赂诸侯免于讨，则中国胥为戎

狄，人类灭为禽兽。郑人来输平，谓怀利以事君父，

必至于篡弑夺攘，故于郑人特称“输平”，正其义不

谋其利，杜亡国败家之本。论齐桓公霸业，云“见功

利之在人浅矣”，谓“《春秋》明道正义，不急近功，

不规小利”［２］１７５；于晋文公则谓“仁人明其道不计其

功，正其义不谋其利”［２］１９４，“以功利言则高矣，语道

义则三王之罪人”［２］１９４。又以见利忘义乃禽兽夷狄

之道，是中国居而夷狄行。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

所以为中国，在乎“义”而已，《春秋》谨义利之辨制

治于未乱。

２．严公私之分，去人欲之私，存天理之公。郑
伯克段于鄢，云《春秋》诛意正心示天下为公，不可

以私乱也。齐侯使其弟年来聘，云“仁人于兄弟，绝

偏
%

之私，笃友恭之义，人伦正而天理存”［２］２６。齐

人归我济西田，以为不以其道而得地、归其地，皆人

欲之私而非义矣。又谓书武氏、仍叔之子者，戒人

主徇私意用其子弟。论用兵，以为季孙意如之执，

意在货财而不责以大义；乐祁魿之执，出于列卿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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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皆人欲之私而非伯讨也。故责私忿、贬愤兵尤

甚，以三国为主书“来战于郎”［２］２６。又云《春秋》大

义公天下，讲信修睦，不与私盟，凡书盟，皆恶之也。

此意，胡宁《春秋通旨》亦发明之，谓“盟非《春秋》

所善”，若高子知权以定鲁，贯泽服江、黄以制楚，召

陵修礼义以服楚，首止尊世子以定大伦，葵丘发五

命以申天子之禁，“皆美其事也，非善其盟

也”［１５］３６下。同盟于蒲，则以为书“同盟”罪晋不知

反求诸已，信明义。同盟于清丘，亦责不信任仁

贤，修政自强。会于防，以为非王事相聚而诛其私

心。盟于蔑则恶隐公之私，谓《春秋》以讲信修睦为

事，而刑牲歃血非所贵。盟于宿、胥命于蒲、同盟于

平丘，皆求逞私愤而不与。盟于石门，谓诸侯会盟

书而弗削，盟于瓦屋，谓以信待人而不疑，盖《春秋》

有志于天下为公之世。胡《传》屡发《礼运》天下为

公之义，以为《春秋》去人欲之私而存天理之公。

　　三　谨夷夏之防以义利之辨

先儒有内中国外夷狄之说，夷狄可进而中国可

退。如荆人来聘，《公羊》进之；狄人伐卫，《谷梁》

进之。齐人伐山戎，《公羊》退之；晋伐鲜虞，《谷

梁》退之。中国有狄之行者，则狄之。夷夏之防亦

是程《传》所论的重点。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不

云君使以失礼夷之。滕子来朝，以为滕本侯爵，服

属于楚故降称子夷狄之。杞二王后，从夷故子之。

而胡安国所论较程子则更加严厉和深刻，夷夏的问

题不仅是种族的问题，更是理欲和义利的问题，故

其在《春秋传》中以义利之辨谨夷夏之防，对华夷进

退褒贬与夺。在胡《传》的逻辑中，华夷之分从天理

言是义利之辨，自群体而言是人禽之分，存义去利

则谓中国诸夏，反之则为夷狄禽兽。此说非特为有

宋夷狄交乘，二帝北狩，衣冠南渡而发，亦为以天理

说《春秋》内在逻辑。

如晋伐鲜虞，程子曰：“晋见利忘义，夷狄之道

也。”［１４］１１２３胡《传》发挥程子的观点，认为晋是中国

居而夷狄行：“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

信义而已矣。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禽兽

逼人，人将相食。”［２］４０８以礼义纲常辨夷夏，宋儒多

持此论。韩维曰：“中国之所以为可贵者，为有礼义

恩信也；夷狄之可贱者，以其贪狼暴虐也。”［２４］１５６４牟

鴈曰：“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者，以有三纲五常为之

主张，礼义廉耻为之维持也。”［２５］８８５故胡安国以为，

天下倾危鱼烂，皆源自失信弃义。郑伐许，程子以

为郑附于楚，一岁而再伐，故夷之。胡《传》申之云：

“夫利在中国则从中国，利在夷狄则从夷狄，而不择

于义之可否以为去就，其所以异于夷者几希？《春

秋》之法，中国而夷狄行者，则狄之，所以惩恶

也。”［２］３０６?之战，胡《传》以为“客人之馆而谋其

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诈，利人之危而袭其国，越人

之境而不哀其丧，叛盟失信，以贪勤民而弃其师，狄

道也”，偷见一时之利，徼幸其成，“使为人臣者怀利

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

义，怀利以相与，利之所在则从之矣，何有于君父？

故一失则夷狄，再失则禽兽，而大伦灭矣”，故《春

秋》人晋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２］２０５－２０６如此，

按胡安国的义理逻辑，义利之分是夷夏之分的根本

区别。

进而以为，夷夏是天理人欲、人类禽兽、君子小

人之别。诸侯之灭天理、废人伦者，《春秋》黜之为

夷狄，以存天下之防。程子曰：“后世人理全废，小

失则入于夷狄，大失则入于禽兽。”［１４］１７６杞子卒，胡

《传》以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一失则

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类灭矣”［２］１８２。杞以王者

之后，用夷变夏近乎禽兽，贬而称“子”存诸夏也。

越之盟，弑逆之人与盟定其位，是肆人欲、灭天理，

变中国为夷狄，化人类为禽兽。滕子朝桓，“是反天

理、肆人欲，与夷狄无异”，故《春秋》降称“子”以狄

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澶渊之会以为蔡景公书葬

者，遍刺天下之诸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中国之

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世子

弑君是夷狄禽兽之不若，而不知讨，废人伦、灭天

理。［２］３８４胡氏又曰：“中国之有戎狄，犹君子之有小

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２］６申

之会，以为楚虔弑君，臣子四邻不能讨，反推为盟主

朝事之，《春秋》不殊淮夷者，以在会诸侯皆为夷狄

之行，皆王法之所当斥，不使夏变于夷之意。郜鼎

纳于太庙，“弑逆之贼，不能致讨，而受其赂器，蜫于

太庙，以明示百官，是教之习为夷狄禽兽之行”［２］４７，

亦以纲常混乱、天理沦灭而狄之。由此可见，在理

欲、义利之辨逻辑下的夷夏问题，胡氏《春秋传》较

程颐《春秋传》更突出其内在的道德和文化属性。

胡安国攘夷较程子更严，这与所面临形势相

关。经书“公至自唐”，二《传》皆以为远与戎盟，危

之而书“至”，程子云“中国既不知义，夷狄或能知

也”［２］１１０２，胡《传》不取此说。戎伐凡伯于楚丘，程

子尚未责戎，胡《传》责戎得伐之以归，是蔑先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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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而无君父。围宋，楚称人而诸侯书爵者，以为诸

侯信夷狄伐中国，故人楚子所以人诸侯。孟之会执

宋公，胡《传》分恶于诸侯，不仅责楚和与会诸侯，亦

责宋公见执，乃不能攘戎狄尊王室。同盟于新城，

以为《春秋》与晋夺楚，乃荆楚僭王陵凌蔑中华，是

将代宗周为共主，君臣之义灭矣。诸侯盟于扈，程

子以为见众国无能，胡《传》谓不序八国之君者，

《春秋》于夷狄君臣同词而不分爵号，八国略之等于

夷狄，分恶于诸侯以示人皆有攘夷讨贼之义。另于

钟离、向、籸之会，则在殊会发义，贱夷狄而罪诸侯

不能与之敌。盟于薄不与楚专释，罪夷狄反为中国

主，禽兽逼人而食之，此正天下大变，《春秋》之所

谨也。

胡安国屡举先朝会戎之事为戒宋。在宋人看

来，戎狄本性贪胠反覆、桀骜残暴。如上官均奏哲

宗曰：“夷狄天性桀骜，恃远负险，中国弱则先叛，强

则后服。”［２４］１５７６张知白奏真宗曰：“夫戎狄者，亦天

地之一气耳。其性贪暴，恶生好杀，与中国绝

异。”［２４］１６５７会戎于潜，程子谓会戎非义，宋儒多持此

说。而胡《传》不仅以为戎狄为正朔所不加，与夷狄

结盟乃取祸之道。他还对历史上中国与夷狄会盟

多有贬责，批评夷狄狡黠奸猾，以为宋室戒：“无不

覆载者，王德之体；内中国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

是故以诸夏而亲戎狄，致金缯之奉，首顾居下，其防

不可施也；以狄而朝诸夏，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

其礼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

族类，其心必异，萌猾夏之阶，其祸不可长也。”［２］６

盟于唐，程子以为非义，胡安国谓：“《春秋》莫谨于

华夷之辨。中国而夷狄则狄之，夷狄猾夏则膺之，

此《春秋》之旨也。而与戎狄歃血以约盟，非义矣。

后世乃有结戎狄以许婚而配耦非其类，如西汉之于

匈奴；约戎狄以求援而华夏被其毒，如肃宗之于回

纥；信戎狄以与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于尚结

赞。虽悔于终，亦将奚及？”［２］７此以《春秋》寓宋事，

谏高宗毋与金虏议和。此论，宋儒《春秋》学多承

之，如后张洽以为同类相盟，尚以长乱，“戎狄豺狼

而与之诅，一有间隙，惟利是视，则求小疵而责大

信，必肆豺狼之暴，为中国之大祸”［２６］。

　　四　正君臣之分以尊王攘夷

君臣之分亦为程颐《春秋传》所重。程子以为，

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之立，必受命于

天子、先君；为君当尽君道，为臣当尽臣分。胡传亦

曰：“《春秋》之义，欲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各

守其职而不渝也。”［２］４４２然胡氏论君臣，较之程子更

严。胡氏以三纲为天理之下贯，正纲常之伦即是存

天理。通过正夫妇、父子、君臣等人伦关系，以定纲

常名分而存天理。《春秋》首重夫妇之伦，胡传尤重

君臣之分，唯有先正君臣之分，才具有尊王攘夷的

基础。而此尊王攘夷，尊的是天理规范下的纲常秩

序，攘的是灭天理、肆人欲、悖人伦的行为，非仅针

对当时内忧外患而言。故胡《传》所论的尊王，实际

上是尊“二帝三王之道”，以恢复三代所代表的王道

政治秩序。

首止之会，程子以世子不可与诸侯列，故其辞

异。胡《传》申之“以王世子而下会诸侯则陵，以诸

侯而上与王世子会则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拨

乱世反之正”［２］１５４，特书“及”以会者，示王世子不可

抗。此说后儒虽有分辨，但亦有谓之持论甚正。［２７］

桓三年春正月不书“王”者，程子以为桓无王，胡

《传》并见天王不王，并责王朝司马、邻国大夫、鲁国

臣子均不臣，曰“君不君则臣不臣”［２］４９。从王伐

郑，程颐以为王道之失，胡《传》以不移师以加宋、鲁

而伐郑，非天讨故不称天，讥天王以端本，又云：“三

国以兵会伐，则言从王者，又以明君臣之义也。君

行而臣从，正也。战于?葛而不书战，王卒大败而

不书败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纲，军政之

本。”［２］５７宰渠伯纠来聘，胡《传》则传从君臣之分发

义，“操刑赏之柄以驭下者，王也；论刑赏之法以诏

王者，宰也”［２］５２。戎伐凡伯，罪卫不救患、凡伯失

节、戎无君父。又论武氏子以非王命故不称使，而

严君臣之名分；宋公和书卒，以其专享其国不与为

诸侯；外诸侯薨则书卒葬则称公，以贬不臣之诸侯

臣子；以宰周公、王人同序诸侯之上而不殊会，发尊

君抑臣之旨；卫人立晋，谓不承国请命不可擅立；同

盟于鸡泽，遍责天下大夫；澶渊之会，以为遍刺天下

之诸侯，皆无人臣之义。公如京师，不成其朝，“君

臣人道之大伦，故圣人作《春秋》以明君臣之义，其

义得行，则臣必敬于君，子必敬于父，天理必存，人

欲必消，大伦必正。”［２］３２４－３２５

胡安国曾上书高宗，谓君臣“必先明其所职，然

后政可立”［２４］５０，故说《春秋》君臣之义带有经世致

用、寓宋室家法之意，此发程子所未发，着重引申

如下：

１．劝谕人君体元正心，继天立极。胡安国曾奏
曰：“臣闻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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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也。”［２４］５２又论

曰：“曰家曰国曰天下者，皆心之所体也；曰道曰法

者，皆心之所运也。能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下至万

民莫不壹于正，安与治所由兴也。”［２５］６５９故其《春

秋》学反复倡明斯旨。元年春王正月，程子以为，示

人君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以立人道；
#

公不书即

位，不与其为君，明大法于始。胡安国谓：“体元者

人主之职，而调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

也。故治国先正其心，以正朝廷与百官，而远近莫

不壹于正矣。”［２］２此元仁之说，远袭《周易》《孟

子》、董氏，近承程子。程子云：“万物之生意最可

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１４］１１０２胡《传》

继承程子之说，以为人君当正其心而正天下。谷

伯、邓侯来朝，程子以为逆乱天道，岁功不成，不书

秋冬。胡安国以为，立天之道曰阴阳，王者继天则

有刑有赏，五服五章谓之天命，五刑五用谓之天讨，

人君当承天而尽其君道。郑伯突出奔蔡，程颐谓避

祭仲而出，非国人出之也。胡安国引陆淳说，在逐

君之臣与见逐之君上发义，谓“凡诸侯之奔，皆不书

所逐之臣，而以自奔为名，所以警乎人君”［２］７６，以端

本清源而明君臣之道。

２．戒权臣结党，防兵权下移。此发程《传》之未
发，建构胡《传》的君臣之道。天王使南季来聘，云

陪臣执国命，夷狄制诸夏，皆源天王失柄、君臣易

位。祭伯来，谓人臣义无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

杜朋党之原，为贰心者戒。尹氏卒，既讥世卿非礼，

又云世授权柄奸党既兴，人主孤立而亡国。公子结

之盟，于“遂及”发义，谓违命行私，虽有利国家社

稷，当以矫制请罪、擅命论刑。宋督
!

君及孔父，警

无君之心。郑伯突入于栎，发人君居重驭轻、强干

弱枝之义。曹伯使世子来朝，谓启窥伺之心，危道

不孝。以为灭项非公命，兵权渐失、权臣为恶而不

与之讳，发尊君抑臣、不为朋党比周之义。毛伯来

求金，以为当丧未君而不称使，戒大臣不可擅权，假

仗主威而胁制中外。以上所论，皆对宋庭党争之祸

而发。胡安国曾奏曰：“小人善窥人主之指意以求

合，君子则为义之从而不苟。”［２４］４３哲宗朝元党

争，影响国运甚重，胡安国奏国策九误，其中之一就

是党争。不仅如此，胡安国又言主人主掌兵，戒兵

柄下移。州吁
!

君，罪庄公使预闻政事，主兵权而

当国。于踂之帅师，谓隐公不能罢其兵权，使之帅

师而及祸。于郄
&

乞师，谓甲兵受之天子，鲁兵非

晋所得
'

，不以王命兴师故书乞。又莒人取牟娄，

谓不请于天王而擅兵，虽取本邑与夺人者无异；郑

人伐卫，郑无王命虽有可执，亦王法所当禁。此说

为后儒批评甚多。特别是王船山，以为尊王攘夷，

有赖于师武臣力，而人君知人善任，此兵权不可假

人之说，非古今人君驭将之道。［２８］而实际上，此非

胡氏专家之说，乃宋室相沿袭旧制。船山以为岳、

韩受疑，秦桧宠信，胡氏此说谏高宗，不能不尸其

过，此说则亦过矣。

本文从天理、义利、夷夏、君臣等方面，揭示胡

《传》对程《传》之继承和发展。其他如论诛乱禁

暴、克己复礼、夫妇之伦、省灾修德，皆于程子说有

所发挥。论诛乱禁暴，谓来战于郎，不得已而应之；

取长葛，序宋主兵以罪殇公；战于彭衙，以秦忿兵而

责晋尤甚；杀州吁，遍责诸侯不能讨贼；执宋公伐

宋，贬宋无盟主之义；四国伐郑，以宋主兵先治其

党；取牟娄，取本邑与夺人者无异；盟于越，发变华

夷人禽之义；取济西田，讨贼尤严于利；诸侯盟于

扈，分恶于诸侯；蔡人杀陈佗，发称人称名之义。以

上皆较程《传》之义为精。如论礼，于滕侯、宿男卒，

谓怠于礼、弱其君而不葬；论处寓公之礼，为善自暴

弃者之戒；滕侯、薛侯来朝，不合朝聘之制，又讥隐

公旅见。论夫妇之伦，以纪季姜之归，或称王后或

称名，示天下之母仪、化天下以妇道。论灾异，以为

有年，不修《春秋》为庆祥，君子修之则为变异，圣人

因鲁史立新法。等等诸说，可见胡氏说实本诸程氏

学，但其说经之义理更加精微。以上仅略举大要，

足见胡《传》对程《传》之继承与发展。胡《传》其间

固多极端之辞，如化人类为禽兽；或时政策论之说，

如戒权臣结党、防兵权下移；或义虽高而不达势者，

如即位请命、应兵告王等；或议论穿凿牵强者，如夏

时冠周月、元即仁诸说；或记事未精强以义附者，如

郑伯?顽、楚子麇、齐侯阳生书卒。以上等等，皆为

后儒所批评。然程《传》略举大要，温和平正，其失

虽少，其弊也粗放；胡《传》议论宏大，锻炼深刻，其

失固多，其得也精微。故本文认为，胡氏《传》本乎

程子之学，然阐发经义实乃后出转精。虽有过激之

论，却是感激时事以寓意。当二帝北狩，衣冠南渡，

高宗信任权奸，偷安江左，忘君父大雠，故发尊君

父、讨乱贼、重复仇、存三纲、攘夷狄之大义，上感发

人君之当行，下启人心之久蔽，或未免失乎矫枉而

过正。［２９］但若不兼势论之，仅以此数失而忘其大义

之正，忽其经世之心，谓有违圣人作经本旨，非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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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春秋》之通论，［６］３３９８乃宋之《春秋》而非鲁之《春

秋》，［６］３３９５则非平允之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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